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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文化是各类不同文化相互冲突、动态整

合的产物，人作为不同文化形态的主要载体和创

造者，在城市文化的形成与传播方面发挥着核心

作用。在城市文化建设与传承问题上，学界研究

更多关注对象性的文化形态和机构性的城市规

划，一定程度上遮蔽了对作为城市文化主体的市

民因素重要性的认识。从近代青岛城市文化的生

成与发展来看，不同移民群体在城市文化形成和

传承过程中的作用不同：一方面，他们带来了不

同的文化形态（体现在物质、行为及理念等层面），

另一方面，因不同移民群体所掌握资源和居住时

间的差异而导致不同文化形态在传播效果方面存

在区别。这种差别促使我们思考精英移民与底层

移民在城市文化建设与形成中的作用，并理解不

同文化类型（精英文化与底层文化、外来文化与本

土文化等）在城市中发展所面临的不同境遇。

一、多元异质的青岛移民

开埠前的青岛居民基本全是业渔、务农者，

自德占以来，近代青岛实行城乡分治的行政管理

体系，乡区基本沿用原有的统治秩序，而市区无

论是物质外观、经济结构还是人口构成、生活方

式均发生深刻变化。近代青岛的城市化进程是

由德国侵略者强行启动的，在此后政治、经济、

文化、军事等各层面的发展进程中，政治力量一

直发挥着主导作用，给青岛打上强烈的异域文

明的印记，同时，由于晚清政治局势的突变，民

国时期山东各地灾荒匪患侵扰不绝，人口流动频

繁。优越的自然环境、相对安定的社会秩序，转

运贸易与轻工业的发展，使得来自各地的移民

群体源源不断进入青岛。青岛市区的中国人口

从 1902 年的 14905 人 [1]（P193、233），到 1913 年达

53312 人 [2] （P165），1927 年为 133500 人 [3]（P234-355），

1936 年达 216836 人 [4]（P6-7），1946 年为 288581

人 [5]（P6，88），青岛人口主要由外国移民、各地精英

移民和山东农村移民三部分组成。

近代青岛先为德国强占近17年（1897-1914），

后又为日本两度占领达 16 年（1914-1922，1938-

1945），外籍移民陆续侨居青岛。初期以德国人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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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军政商等各界人士在德占时期约 2000-4000

人，一战后日本人陆续移民青岛，从德占时期的约

200 人，渐增至 20000 余人。作为著名的避暑胜地

和商贸的自由港口，青岛的吸引力不断增强，外国

侨民总数从 1902 年的 767 人，到 1913 年的 2400

多 人，1916 年 为 14732 人，1927 年 为 13928 人，

1936 年为 15942 人，1943 年为 43537 人 [6]（P43-44），

除日本占据时期外侨占 10%-20% 不等，其他时期

在 5% 左右。截止到 1946 年，尽管日本人多被遣

送回国，但生活在青岛的外国侨民尚有 2547 人，

来自 40 个国家 [5]（P6）。总体而言，近代青岛的外国

移民人数并不多，但作为城市开埠早期的统治者

与规划者，德、日移民植入西方的物质文明、管理

制度及其生活方式，并借助强大的资金注入、威权

的政府与司法力量强制推行其城市治理规范，开

办诸多近代企业，对青岛发展影响深远。

随着青岛开埠以来经济和文化的发展，一些

商人、买办、学者、政客定居或寓居青岛。对青岛

城市文化发展影响较大的有三类精英移民，一是

避难于青岛的清廷要员和就职于青岛的重要官

员。辛亥革命前后避居青岛的前清贵族官僚有邮

传部尚书盛宣怀、恭亲王溥伟、两江总督张人骏、

学部副大臣劳乃宣、东三省总督赵尔巽、内阁协理

大臣那桐和徐世昌、湖南都督谭延闿、驻德公使吕

海寰、督抚大员周馥、军机大臣吴郁生等100余人，

此外，1920 年代来青岛购置住房的还有于式枚、

康有为等。1930 年代受国民政府任命的青岛市政

官员亦以其远见卓识为青岛文化发展做出不可忽

视的贡献，如青岛市长沈鸿烈、教育局长雷法章、

农林事务所所长凌道扬等。二是国立青岛大学创

办后移居青岛的知识精英，如蔡元培、杨振声、赵

太侔、何思源、闻一多、沈从文、梁实秋、老舍、洪

深、王淦昌、童第周、黄际遇、蒋丙然等。1930 年至

1937 年间在国立青岛大学（山东大学）任教者达

173 人，几乎全部来自外地。[7]（P62-86）另外还有大

批专家学者来青寓居，如王献唐、王统照、宋春舫、

艾芜、萧军、萧红等。三是伴随青岛经济发展而前

来投资的各地工商业人士。德日占领者将青岛打

造为商贸港口与实业重镇的定位给青岛工商业发

展带来坚实的基础与美好的前景，各地商人、技工

自青岛开埠以来即源源不断移居青岛。这是一个

经济实力不同而地域来源广泛的群体，既有早期

各地移居青岛的买办，如何永生、丁敬臣等人，也

有经营商店与运输业的各地商人 [8]（P62-63），更有来

青岛创业的企业家。他们成为后来青岛商贸界和

实业界的翘楚，如建立华新纱厂的周学熙、开设华

昌铁工厂的隋石卿、组建青岛振业火柴股份公司

的丛良弼、创办冀鲁制针厂的尹致中、开设义聚合

钱庄的王德聚、创办阳本印染的陈孟元等。

农民为中国传统社会的主体，这样的职业结

构使得近代青岛在奠基与发展初期均由农村移民

构成其居民主体。1891 年章高元部驻守胶州湾期

间，从内地农村召募了大批破产农民到青岛从事

兵营、炮台和道路等的修筑工作，德占时期港口与

铁路的开工，船舶修理厂、胶济铁路机车厂、砖窑

厂等企业的兴建也急需引入相当数量的苦力，城

市早期建设所需要的工人均来自山东农村。至日

本占据后纺织业有初步发展，农村妇女进城人数

增加，而国民政府接手后各类工商事业更有长进，

工人与商业服务群体日渐壮大。1931 年青岛市区

的本地人口仅占 11%，而山东各县移民则占 70%

以上 [9]（P8），尤其是青岛周边县份胶县、平度、即墨

和鲁南的农村移民人数最多。“工人中除了本省

人以外，还有来自宁波、上海和广东为数不少的中

国南方人。他们在青岛找到的工作多是机械技工、

商店店员、服务员、厨师等。”[8]（P62）这些青岛早期

移民及其后代，从事着青岛产业工人、商店员工、

车夫苦力等工作，也构成了青岛城市社会职业金

字塔体系中人数最众的底层塔基。

二、移民文化的城市植入

异质文化的交错几乎是所有移民城市的共同

特征。不同类型的移民群体本身存在着情感归

属、价值判断、社会习俗、行为规范等的差异，他们

从其原有的文化习得中获得各自的文化体验与认

同，随着其自身的移动，负载着不同的文化因子的

移民给近代城市移植和传播着不同的文化要素。

德国占领青岛后，以德国为中心的欧洲物质

文明在青岛迅速扩散，并在青岛开埠初期具有重

要主导地位。无论是青岛城市规划中的建筑景观、

城市管理体系中的严格规章，还是都市工业的萌

发、欧洲人的生活方式、承载文化讯息的图书、报

刊等，都有着深厚的欧式情调。“官方文件只有在

涉及中国人事务的时候才将汉语作为辅助性语言

与德语并列出现，地方戏剧只能在天后宫和三江

会馆这样的特定场所上演。”[10]（P215）欧洲的城市休

闲方式通过侨民的协会和俱乐部活动，引领着青

岛社会时尚。日占时期，占领当局着眼于工业扩

张和城市扩展，鼓励移民进入，并开设大量工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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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区面积不断扩展，相比德占时期，“扩张至二三

倍以上”[11]（P16）。德占时期的工业创设主要与基础

设施建设如水、电、灯、交通、砖石有关，与生活消

费相关的企业尚少，仅啤酒、缫丝、汽水、面粉、精

盐和蛋厂各一处，且主要系官办。日占时期，除面

粉、棉纺、油坊等不断扩充，并增设了新的火柴厂、

铁工厂、冰厂等 [3]（P847），而且工厂区范围从台西不

断向市区北边的四方、沧口扩散。日占当局一方

面注重工业资本的投入，另一方面加强了日本文

化的渗透，如街道名称全部以日文命名，并将信号

山改为神尾山、汇泉公园改为旭公园、小青岛改为

加藤岛，在贮水山修建日本神庙，在太平山筑造忠

魂碑，移植日本樱花，发行日文书刊。无论是德占

还是日据时期，青岛的诸多公共空间渗透着殖民

城市的文化气息。西方的文化活动形式和文化机

构如钢琴、交响乐、电影、音乐厅、歌舞厅、咖啡馆、

俱乐部、跑马场、商场、公园、运动场、民众教育馆、

图书馆、报社、广播电台等应时而兴，充满着浓厚

的异国情调与现代氛围。

精英移民带来了他们群体印记，前清官员本

身亦是国学功底深厚的学者，他们的交流互动即

构成了传统文化的移入与扩展，大批古籍、书画随

其传播至青岛，并随着他们的书法、诗词创作活动

而在青岛留下久远的影响。刘廷琛的题名有“礼

贤中学”“海天如一”等，王垿则书写了大商号“谦

祥益”“瑞蚨祥”“裕长酱园”等的匾额及楹联。王垿、

劳乃宣等游览崂山，创作了大量诗词如《崂山杂

咏》《青岛杂咏》《崂山词存》等。一些前清学者

还同德国学者卫礼贤成立了尊孔文社，成为中德

文化交流的重要平台。文人雅士与区域景观的碰

撞不仅在景区及商区留有他们的题名墨迹、诗词

作品，更给青岛增添了传统士文化中的雅致风韵，

在青岛崂山景区的开发和书画艺术的引入方面贡

献甚大。1931年就任青岛市长的沈鸿烈主政六年，

不仅大力发展工商业，更着力于平民教育事业、发

展体育运动、拓展旅游景点、诱掖名人来青岛参观

讲学，其主持规划修筑的栈桥回澜阁、华北体育场

迄今仍是青岛地标式的建筑，崂山游览区线路的

开辟或延长依然泽被后世，市政府发起的平民教

育运动和改建平民住所则促进了乡村移民的城市

化进程。

1920-30 年代大量学术精英在青岛的教育和

学术活动不仅奠定了青岛高等教育的厚实基础，

开拓了青岛的海洋科学和文学创作的研究领域，

而且培养了大批青年知识分子，丰富了青岛文化

活动，提升了青岛城市公共文化的品格。他们创

办的各种学术刊物，组织的各类学术演讲和学术

会议在促进文学艺术发展和科学知识传播的同

时，也扩大了青岛在全国的影响。来自不同时期、

不同地域、濡染中外古今不同文化氛围的学者们

通过创作、收藏、授课、交流、鉴赏等活动，在青岛

传入了中国传统的高雅文化与外来的现代文化，

而且影响了青岛人的生活品味与文化鉴赏。

工商业精英大多有在洋行或外国企业工作的

经历，或者在本地商海浮沉多年，有着丰富的阅

历，更有目光远大、开拓进取、严谨务实的创业品

格。他们在纺织业、印染业、制造业、化工业、金融

业等领域打下了青岛本土民族工商业的基础，促

进了青岛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进程，也将近代企业

管理和运作经验传播到青岛，开创了青岛重商兴

业的社会风气。同时，传统商人群体中重视地缘

亲情的惯习也使青岛商业文化充满着帮派意识，

“旧社会，本市商号帮派观念浓厚，一般是从经理

到店员多任用本县人。”[12]（P271）因而在商业、运输、

金融等业中形成黄县帮、即墨帮、掖县帮等以乡族

为纽带的工商业群体，这在一定程度上便利了原

籍乡民的移居青岛。

社会变迁中涌入的大量农村移民构成了青岛

城市普通居民的主体，他们以在农村习得的社会

化经验应对城市生活，进城伊始，农村生活方式大

量移植到移民的居住空间。种菜、养鸡、拾荒与进

厂打工、沿街叫卖并不冲突，他们在繁荣街市与棚

屋板房间出入自如，生活的窘迫与节俭的传统使

得台东与菏泽路的穷汉市久盛不衰，饮食的偏好

和乡土的依恋刺激了家乡菜的引入和家乡戏的传

扬。说书场、地摊、地方戏、茶社等传统娱乐场所

随着移民的增加而繁荣发展，胶东地区的茂腔、柳

腔成为青岛民众喜闻乐见的主要剧种，山东快书、

大鼓、相声、双簧等各种曲艺活动亦流行于娱乐场

所和里院杂院中，秧歌、唱戏、年画、剪纸、对联、打

秋千、踏青等节庆习俗延续开来。外力引发型的

城市化早期生活中的传统与现代、乡土与洋气并

存展现了城市包容性、开放性，也形成了鲜明的人

口集聚效应。

名流与学者更多是将青岛作为他们人生旅途

的驿站，而工商业者与乡村移民则将其视为安身

立命的家园。官员与学者流动性较大，永久留存

的是他们给城市的实体符号与他们在城市中的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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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记忆，文人雅士、官宦名流给青岛带来甜蜜的回

忆，却难以给城市文化发展带来厚实的根基。永

久居住于青岛的依然是乡村移民和工商业者，他

们书写了城市的底色，无论政局如何变幻、时事如

何移转，而根植于农工商移民内心深处的勤朴、务

实则凝铸为城市灵魂。

由于各类移民拥有资源的差异，他们给青岛

城市文化的形塑打下不同的印记。一般而言，由

于德日殖民者把持着排他性的各类资源，各类精

英拥有在政治、经济与文化方面的优势，他们构成

了青岛城市文化发展的主导性力量，而乡村移民

虽是社会资源分配链中的最底层，但以其人数众

多，居留久远，在城市文化中融入了深厚的乡土烙

印与底层经验。

三、异质文化的冲突与渗透

城市文化的形成是一个不同文化类型之间持

续性互动的产物，各类移民将其原有生活方式和

社会规范移植到青岛，从而不可避免地引发异质

文化的冲突或融合。约翰·贝利的文化适应理论

依据移民主体文化态度的不同，将不同文化体系

间互相影响的结果分为四种模式：融合、同化、分

离、边缘化 [13]（P54-58），在跨文化交流中又以融合与

分离模式为主。青岛不同的移民群体带来了不同

的文化类型，如德日占领者携带的异域文化和现

代文化、精英移民传播的现代文化、商业文化与高

雅文化，乡村移民传承的乡土文化。青岛城市化

发展初期，中国与西式文化的对立较为鲜明。而

1929 年后，伴随着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传统与现代

的冲突日益突显。在此过程中，磨合、适应、交融、

渗透逐渐成为移民处理文化困境的主要方式，并

形成青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

德占日据时期，城市的空间隔离和华洋分治

政策使得中西民众在公共空间的日常交往并不普

遍，尽管有卫礼贤和劳乃宣等十老会主导的中德

文化的交流场景，但双方主要呈现一种各自体认

原有文化的分离格局。故开埠初期青岛文化的表

现，“一般谓之为德、日、中三国文化的综合。综合

有异于化合，大概德、日的文化，是表现在物质方

面的，如市内多德、日式的建筑；中国文化是表现

在精神方面的，如风俗教育，仍旧依循中国文化的

路线发展。”[5]（P152）在制度文化的建立上，因德占

当局移植了德国法律制度，举凡出行、广告、庆典、

集会、垃圾处理、疾病报告等均有严苛规定，稍有

触犯即有处罚，因而市区中国居民生活在严密管

制下，也被迫适应城市管理规则。中国与德、日之

间的冲突更多因牵涉到民族国家利益而呈现在政

治舆论中，而在文化层面，占领当局以军事力量与

威权管理按照自己的意愿全面推行城市规划，中

国居民在拆迁、税收、城市管理方面的抵抗几乎是

无效的，唯一例外的是天后宫的存立之争。德占

当局沿着海岸线进行城市规划，欲拆毁天后宫，以

保持前海景观的一致性，受到众多华商如傅鸿俊、

胡存约等人竭力阻止，天后宫始得以保存，成为中

国民众祈福问吉之所。[3]（P480）日占青岛后，将青岛

的重要地名全部更换，如将小青岛改为加藤岛，但

民众还是称之为小青岛，以示对日本统治的不满。

1922 年北洋政府接收以后，民间组织日形活

跃，基础教育进步较快，民众社会参与意识开始增

强，各种同乡会组织竞相成立，地域文化、家族文

化的传统因子日益呈现。随着 1929 年后青岛城

市管理的加强，城市与乡村文化的冲突逐渐明显。

如殷海光所说，“不同的文化之最核心的差别乃规

范特征之不同。许多文化冲突之最后‘决战’乃

规范特征之战。”[14]（P59） 乡民们在初次社会化进

程中习得的生存规范并没有得到城市管理制度的

支持，这使得进城农民的生活充满着不适与痛楚。

1930 年至 1931 年间，青岛市加强了治安管理，相

关部门陆续颁布《取缔公共场所吐痰简则》《取缔

各公园维持秩序风俗简则》《取缔饭食物营业简

章》等条例，对青岛的公共场所秩序、饮食安全问

题等进行规范，这些条例与 1928 年颁布的《违警

罚法》结合在一起，构成近代城市对居民日常生

活进行控制的主要手段。但这些法律、法规与乡

民原有的行为模式并不合宜，乡村传统的娱乐习

惯，如玩纸牌、押小宝、推牌九、打麻将、吸鸦片、唱

淫戏等，在城市是被法规明令禁止的事情，随地吐

痰、衣冠不整、沿街闲逛、随地便溺、攀折花草、倾

倒垃圾等乡村日常行为在城市里则会遭到罚款或

监禁，居民们在公共场所不得酗酒、高歌、吵架、斗

殴，没有经过青岛屠兽所宰杀的肉类不能随便运

到市区，到乡村集市购买和从老家带回的畜肉会

被稽查警罚收。乡村移民们“完美地形成的行为

规范进入城市后与新的社会环境不能适应而妨害

了他们自己”[15]（P58-59），同时，城市生活中接受的新

观念也会使他们面临旧习惯的制约，大量女性因

与公婆不睦、受丈夫虐待或生活艰难而进城，但为

他们进城提供便利的乡邻往往被指控犯有拐卖与

霸占罪 [16]，一些女性将城市作为逃避婚姻不幸的



41

出路，但只要公婆或丈夫起诉，她们便会受到潜逃

罪的处罚而被遣返回家。

随着时间的流逝，乡村移民也逐渐适应城居

生活，他们会运用城市规范来维护自己的权益，他

们会找到所属的警察驻所，通过正式的治安机构

维护自己的权益，受骗者会在醒悟后将行骗者扭

送到警所处理，妻子出走或与人私通，家人会到公

安局寻求解决之道，有售卖与吸食鸦片者，邻居会

主动向警察举报。这与乡民传统处理人际关系的

方式截然不同，“中国人民一般是在不用法的情况

下生活的”[17]（P487），但生活环境的变化和时间的流

逝将极大激发移民的文化适应能力，使他们理性

地选择城市规范来维护自身利益。

精英移民身处西方现代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

的双重文化生态格局，如清末民初上海许多商人

和企业家那样，兼具传统和现代的双重面貌，“涵

泳于两者之间” [18]，工商移民既引进先进的生产

技术和管理方式，也倚重传统的家族网络、地方

资源和官僚关系，政治精英致力于城市现代化建

设，也注意吸取传统教育之精华，文化名人既享用

现代便捷舒适的生活方式，也沉吟于章句词赋之

中。体现了精英群体对不同文化的兼采并蓄，取

舍把握。

不同区域的移民在抗拒、磨合、调整中经历动

态的文化适应过程，也把传统文化的因子带到城

市，影响着占主导地位的城市文化。民国政府为

提倡新年，各城市均严令废止旧历节日，青岛市社

会局和公安局于 1933 年制订禁止废历年节办法，

禁止市民旧历节日休假、贺年、祝神等活动，年终

结帐应遵守政府规定的日期。[19] 但市民依然盛

行过传统的春节、端午和中秋，对政府提倡的元旦

和国庆节并不热衷，旧式杂耍、娱神、庙会、萝卜会

等乡土文化活动和仪式随着各地移民的到来在城

市中顽强地生存和延续着。整顿海沿小摊贩的禁

令也屡屡失效，简化婚丧礼俗的活动推行困难，改

良私塾的计划也一再受阻。平民住房建筑后，种

植业和养殖业照常兴起，贫苦的妇女和女孩子们，

也都裹着小脚，乡民们进入城市后，原有的方言口

音、风尚礼俗和价值观念自然地植入到城市生活

中，形成城市文化中的传统底色。

各类移民群体的居住空间相对集中，达官贵

人、文化名流、洋商巨贾聚居于前海别墅区和现代

化的休闲场所，政府公务员、警察、铁路工人、中小

学教师等一般公职人员、技术工人和中等商人等

社会中层则主要群集于大鲍岛和台西较宽敞的平

民里院中，城市贩夫走卒、工人、店员、各类贫民则

点厕身于各平民院所及棚户板房，他们的日常生

活区域分隔于其他不同阶层而更多保持着各自原

有的生活方式，只是在公共空间，拥有不同社会资

源的移民群体具有不同的支配力度，在城市管理

和规划所覆盖的地区，如交通要道、政府部门、商

场戏院、体育场馆、文化中心等，强势力量如外来

移民和精英移民在其中占据着主导地位，他们塑

造着城市公共空间的视觉形象和行为规范，而在

平民百姓汇聚的娱乐休闲、购物场所则由乡村移

民植入了各地文化因子而充满着乡土气息与地方

风情。居住与休闲空间的隔离使得精英文化与普

遍民众间的交流匮乏，随着贵族官员和文化精英

移民的离开，他们曾经留下的高雅文化也随之失

去凭藉，而成为城市的掌故，百姓的谈资，却难有

扎根及拓展。倒是工商精英居留下来，给青岛打

下坚实的工业文明根基，为后续青岛工业的腾飞

提供了适宜的土壤。

综上，近代青岛居民基本由具有不同文化背

景的各类移民构成，海外移民植入西方的物质文

明、管理制度及其生活方式，政治精英移民主导了

城市规划与制度文化建设，旅青学者引入了精英

文化，在城市中心形成鲜明的现代景观，在异质文

化的植入过程中，冲突、磨合、适应、交融、渗透逐

渐成为移民处理文化困境的主要方式，并形成青

岛兼容并蓄、多元开放的城市文化。但海外移民、

政治与文化精英的流动性较强，一定程度影响着

青岛名士文化的扎根与制度文化的延续；而大量

乡村移民和工商精英成为青岛常住居民，并给青

岛带来务实与朴实的城市品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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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plantation and Integration: The Impacts of the Immigrants on the 

Urban Culture of Modern Qingdao

LIU Min
( College of Humanities, Qingdao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Qingdao 266109, China )

Abstract: Qingdao in modern times was a typical immigrant city where different cultures converged. The immigrants 

from overseas introduced western material civilization, their management system and way of life, the political elite immigrant 

dominated the urban planning and construc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the scholars living in Qingdao introduced elegant 

culture, and the rural immigrants spread their local customs. In the process of multicultural implantation, controlling, adaptation, 

integration and penetration gradually became the main ways the immigrants dealt with their cultural dilemma. Through the 

diverse cultural impacts, the modern Qingdao gradually took on inclusive, open and pluralistic characteristics. To some extent, the 

frequent migration of the overseas people,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mmigrants affected the roots of elite cultural and the continuation 

of the institutional culture; and a large number of rural migrants and economic elite became the permanent residents of Qingdao 

which brought a character of practicality and simplicity to the c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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